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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视角下网络基础设施的
经济结构转型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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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产业融合视角构造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网络基础设施以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并

阐明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指出当消费替代弹性较低、中间工业品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高于其他中

间品部门时，网络基础设施有助于推动中间工业品部门资本深化，提高货物部门的生产水平，促使服务部门

的产值份额不断上升，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进一步采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

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冲击展开实证评估，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该
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在不同市场

环境和城市层级下具有明显差异；机制检验发现，以资本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机制与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

代表的产业融合机制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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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倘若基础设施建设未能及时提档升级，经济

发展将会陷入转型阵痛期。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中枢，对持续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不断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 １０. ７１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 ５ ３２０ 万个。 网络基础设施，是以网

络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实现互联网高效应用为目标的一切基础硬件和软件的集合［１］，不仅是数字技术

发展和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更是在传统基础设施难以承载产业格局进一步优化的现实背景下，
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坚实保障。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比

上年增长 ３５. ４％ ，其中网络经济指数在各项分类指数中增长最快，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最大。 由此可

见，网络基础设施带来的“新基遇”并非仅在于基建本身，通过其赋能经济社会孕育而生的产业发展新

态势、经济增长新动能才是更深层次的内容，如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等。 那么，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能否以及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回答这一问题能够为中国政府加快重塑产业格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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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转变经济增长动能提供政策启示。
已有研究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予以了充分关注［２ ３］，并发现了其能够促进要素

流动，并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资本劳动配置优化等方式推动经济结构升级［４］。 然而，伴随着传

统产业产能过剩、资源环境污染恶化、经济增长陷入瓶颈等问题日益突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

能继续依赖“铁公机”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本身也需要结构转型［５］。 作为新

型基础设施的核心中枢，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够促进技术、知识交流从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６］，还能

借助溢出效应和普惠机制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７ ９］。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网络基础设施有助

于优化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跨产业配置，支撑数字技术在传统企业生产决策中的渗透与应用，助力数

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发展的新动能，多方面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１０ １２］。 “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中

国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政策探索，显著推动了试点城市（城市群）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增强

了当地信息传递速率［１３］，因此也成为学界用来量化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之

一。 现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研究大多验证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创新能力、产业

结构转型等［１４ １７］的积极作用。 此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融合发展

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器，而以信息技术、现代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构成的生产性服务

业，正是引领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生产部门融合发展的催化剂。 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依赖于物

质生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需要且能够推动 ５Ｇ、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通用技术的

行业的发展，以及需要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１８］，有利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壁垒，
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１９］。

综上所述，随着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将网络基础设施作为研究对

象的文献不断增多［２０］。 但现有研究侧重于直接识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基于产业融

合视角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展开系统性理论分析的文献匮乏。 因此，本文以产业融合发展为切入视角，构
造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网络基础设施以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并阐明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

响机理，并进一步采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

冲击展开实证评估。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部门嵌套的一般均衡模型，
深入分析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创新性地选取了产业融合发

展视角，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中间品部门的联合生产特征刻画产业融合过程，深刻揭示了网络基础

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复杂过程；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指出产业融合发展和资本生产率提升是网络基

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两个重要渠道，即技术机制和产业融合机制。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参考郭凯明和黄静萍［２１］的研究，基于产业融合视角构建多部门嵌套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

论分析，其中“产业融合”主要体现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品部门之一，分别与其他中间品部门结合

生产得到最终品。
（一） 模型设定

１． 最终品生产厂商行为

货物厂商和服务厂商作为两类最终品生产厂商，将中间品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分别生产货物与服

务。 即货物厂商通过投入中间工业品和生产性服务品生产货物，服务厂商通过投入中间服务品和生

产性服务品生产服务，代表性厂商采用常替代弹性（ＣＥＳ）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Ｑ１ ＝ ［θ１ ／ ε１

１ Ｙ（ε１－１） ／ ε１
ｍ ＋ （１ － θ１） １ ／ ε１Ｙ（ε１－１） ／ ε１

ｘ１ ］ ε１ ／ （ε１－１） （１）
Ｑ２ ＝ ［θ１ ／ ε２

２ Ｙ（ε２－１） ／ ε２
ｓ ＋ （１ － θ２） １ ／ ε２Ｙ（ε２－１） ／ ε２

ｘ２ ］ ε２ ／ （ε２－１） （２）
其中，Ｑ１、Ｑ２ 分别表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数量；Ｙｍ、Ｙｘ１ 分别表示货物厂商使用的中间工业品和生

产性服务品投入，Ｙｓ、Ｙｘ２ 分别表示服务厂商使用的中间服务品和生产性服务品投入；θ１、θ２ 分别衡量了

中间工业品和中间服务品各自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性，满足０ ＜ θｉ ＜ １（ ｉ ＝ １，２）；ε１、ε２ 分别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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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工业品和中间服务品与生产性服务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满足 εｉ ≥ ０（ ｉ ＝ １，２）。在完全竞争市场

中，最终品厂商在最终品和中间品价格既定的前提下，通过选择最优的中间品投入实现利润最大化。
２． 中间品生产厂商行为

中间品部门包括中间工业品、中间服务品和生产性服务业三个部门（分别用 ｊ ＝ ｍ，ｓ，ｘ 表示），中
间品生产厂商的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两种，代表性厂商采用常替代弹性（ＣＥＳ） 生产函数，表
示如下：

Ｙ ｊ ＝ ［α１ ／ σ ｊ
ｊ （ＤＫ ｊ） （σ ｊ－１） ／ σ ｊ ＋ （１ － α ｊ） １ ／ σ ｊＬ（σ ｊ－１） ／ σ ｊ

ｊ ］ σ ｊ ／ （σ ｊ－１） （３）
其中，Ｙ ｊ（ ｊ ＝ ｍ，ｓ，ｘ） 表示中间品产出；Ｋ ｊ（ ｊ ＝ ｍ，ｓ，ｘ） 表示中间品生产厂商使用的资本投入；Ｌ ｊ（ ｊ

＝ ｍ，ｓ，ｘ） 表示中间品生产厂商使用的劳动投入；Ｄ表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赋能资本并建立智能化链接实现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本文将网络

基础设施以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形式引入（３） 式；α ｊ（ ｊ ＝ ｍ，ｓ，ｘ） 衡量了资本和劳动在中间品生产中

的重要性，满足０ ＜ αｉ ＜ １（ ｊ ＝ ｍ，ｓ，ｘ）；σ ｊ（ ｊ ＝ ｍ，ｓ，ｘ） 衡量了中间品生产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

性，满足 σ ｊ ≥０（ ｊ ＝ ｍ，ｓ，ｘ）。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中间品生产厂商在资本和劳动价格既定的前提下，通
过选择最优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实现利润最大化。

３． 消费者行为

需求端由一个代表性家庭刻画，家庭在资本市场提供资本获得利息收入，在劳动市场提供劳动获

得工资收入，并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将收入用于货物和服务消费，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和预算

约束方程分别为：
Ｃ ＝ ［ω１ ／ ηＣ１

（η－１） ／ η ＋ （１ － ω） １ ／ ηＣ２
（η－１） ／ η］ η（η－１） （４）

Ｐ１Ｃ１ ＋ Ｐ２Ｃ２ ＝ ｒＫ ＋ ｗＬ （５）
其中，ω衡量货物与服务在家庭消费中的重要性；η为常替代弹性，满足 η≥０，衡量了货物与服务

在家庭消费中的可替代性。
４． 市场出清

市场出清条件为：
Ｃ１ ＝ Ｑ１

Ｃ２ ＝ Ｑ２

Ｌ ＝ Ｌｍ ＋ Ｌｓ ＋ Ｌｘ

Ｋ ＝ Ｋｍ ＋ Ｋｓ ＋ Ｋｘ

Ｙｘ ＝ Ｙｘ１ ＋ Ｙｘ２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６）

（二） 模型优化

１． 最终品生产厂商的优化行为

货物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可以表示为：
ｍａｘπ１ ＝ Ｐ１Ｑ１ － ＰｍＹｍ － ＰｘＹｘ１ （７）
在中间品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根据货物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Ｐｍ ＝ θ１ ／ ε１

１ Ｐ１Ｑ１－ε１
１ Ｙ －１ ／ ε１

ｍ （８）
Ｐｘ ＝ （１ － θ１） １ ／ ε１Ｐ１Ｑ１ ／ ε１

１ Ｙ －１ ／ ε１
ｘ１ （９）

同理，根据服务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Ｐｓ ＝ θ１ ／ ε２

２ Ｐ２Ｑ１ ／ ε２
２ Ｙ －１ ／ ε２

ｓ （１０）
Ｐｘ ＝ （１ － θ２） １ ／ ε２Ｐ２Ｑ１ ／ ε２

２ Ｙ －１ ／ ε２
ｘ２ （１１）

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可以表示为中间品价格的复合：
Ｐ１ ＝ ［θ１Ｐ１－ε１

ｍ ＋ （１ － θ１）Ｐ１－ε１
ｘ ］ １ ／ （１－ε１） （１２）

Ｐ２ ＝ ［θ２Ｐ１－ε２
ｓ ＋ （１ － θ２）Ｐ１－ε２

ｘ ］ １ ／ （１－ε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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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间品生产厂商的优化行为

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可以表示为：
ｍａｘπｊ ＝ Ｐ ｊＹ ｊ － ｒＫ ｊ － ｗＬ ｊ （１４）
在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根据中间品生产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ｒ ＝ α１ ／ σ ｊ

ｊ Ｐ ｊＹ１ ／ σ ｊ
ｊ Ｄ（σ ｊ－１） ／ σ ｊＫ －１ ／ σ ｊ

ｊ （１５）
ｗ ＝ （１ － α ｊ） １ ／ σ ｊＰ ｊＹ１ ／ σ ｊ

ｊ Ｌ －１ ／ σ ｊ
ｊ （１６）

其中，ｊ ＝ ｍ，ｓ，ｘ，ｒ 和 ｗ 分别表示资本租金和劳动工资。
３． 消费者的优化行为

效用最大化可以表示为：
Ｃ１

Ｃ２
＝ Ｐ１

Ｐ２

æ
è
ç

ö
ø
÷

－η ω
１ － ω （１７）

（三） 均衡分析

定义中间工业品部门、中间服务品部门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比重分别为： ｘｋ
ｍ ＝ Ｋｍ ／ Ｋ， ｘｌ

ｍ ＝ Ｌｍ ／ Ｌ，ｘｋ
ｓ

＝ Ｋｓ ／ Ｋ， ｘｌ
ｓ ＝ Ｌｓ ／ Ｌ。定义货物厂商使用生产性服务品的比重为：ｙｘ ＝ Ｙｘ１ ／ Ｙｘ。联立公式（７）至（１７）可得

模型的均衡条件为：

ω
１ － ω( )

１ ／ η （１ － θ１） １ ／ ε１

（１ － θ２） １ ／ ε２

Ｑ１ ／ ε１－１ ／ η
１

Ｑ１ ／ ε２－１ ／ η
２

＝
（（１ － ｙｘ）Ｙｘ） －１ ／ ε２

（ｙｘＹｘ） －１ ／ ε１
（１８）

θ１ ／ ε１
１

（１ － θ１）１ ／ ε１

α１ ／ σｍ

α１ ／ σｓ
ｓ

Ｙｍ

ｙｘＹｘ

æ
è
ç

ö
ø
÷Ｙ１ ／ σｍ

ｍ Ｄ（σｍ－１） ／ σｍ（ｘｋｍＫ） －１ ／ σｍ ＝
θ１ ／ ε２
２

（１ － θ２）１ ／ ε２

Ｙｓ

（１ － ｙｘ）Ｙｘ

æ
è
ç

ö
ø
÷

－１ ／ ε２

Ｙ１ ／ σｓ
ｓ Ｄ（σｓ－１） ／ σｓ（ｘｋｓＫ） －１ ／ σｓ （１９）

θ１ ／ ε１
１

（１ － θ１）１ ／ ε１

（１ － αｍ）１ ／ σｍ

（１ － αｓ）１ ／ σｓ

Ｙｍ

ｙｘＹｘ

æ
è
ç

ö
ø
÷

－１ ／ ε１

Ｙ１ ／ σｍ
ｍ （ｘｌｍＬ） －１ ／ σｍ ＝

θ２１ ／ ε２

（１ － θ２）１－ε２

Ｙｓ

（１ － ｙｘ）Ｙｘ

æ
è
ç

ö
ø
÷

－１ ／ ε２

Ｙ１－σｓ
ｓ （ｘｌｓＬ） －１ ／ σｓ （２０）

θ１ ／ ε１
１

（１ － θ１） １ ／ ε１

α１ ／ σｍ
ｍ

α１ ／ σｘ
ｘ

Ｙｍ

ｙｘＹｘ

æ
è
ç

ö
ø
÷

－１ ／ ε１ Ｙ１ ／ σｍ
ｍ

Ｙ１ ／ σｘ
ｘ

＝ Ｄ１ ／ σｍ－１ ／ σｘ
（（１ － ｘｋ

ｍ － ｘｋ
ｓ ）Ｋ） －１ ／ σｘ

（ｘｋ
ｍＫ） －１ ／ σｍ

（２１）

θ１ ／ ε１
１

（１ － θ１） １ ／ ε１

（１ － αｍ） １ ／ σｍ

（１ － αｘ） １ ／ σｘ

Ｙｍ

ｙｘＹｘ

æ
è
ç

ö
ø
÷

－１ ／ ε１ Ｙ１ ／ σｍ
ｍ

Ｙ１－σｘ
ｘ

＝
（（１ － ｘｌ

ｍ － ｘｌ
ｓ）Ｌ） －１ ／ σｘ

（ｘｌ
ｍＬ） －１ ／ σｍ

（２２）

给定资本、劳动与其他技术参数，式（１８） 至式（２２） 共同决定了模型均衡。其中，Ｄ 刻画了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其提高会导致均衡解（ｘｋ
ｍ、ｘｌ

ｍ、ｘｋ
ｓ 、ｘｌ

ｓ、ｙｘ） 的变化，即经济结构转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有助于链接资本要素，提升资本要素的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而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存在

显著差异，“灵活” 部门将产生生产优势，如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会使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借助智

能化生产设备实现物质资料的高效生产，从而推动劳动要素逐渐向服务业部门包括生产性服务业转

移，最终实现物质产品消费与精神产品消费兼顾的经济结构转型。
三、 数值模拟

（一） 参数选取

在数值模拟之前需要确定模型参数大小，本文参数设定的原则是借鉴现有研究确定一部分参数

选值，并让剩余参数在合理范围内取值，以模拟评估各类情形下网络基础设施的经济影响。 本文定量

模拟了 ３０ 期经济运行变化，其中 １ 期代表 １ 年。 本文借鉴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ｔ ａｌ． ［２２］、颜色等［２３］ 的研究，设
定 η ＝ ０. ５，以表征货物与服务在家庭消费中的互补性特征；设定 ω ＝ ０. ５，表征货物与服务对于家庭消

费是同样重要的，后文会通过改变这一参数取值进行敏感性分析。
设定网络基础设施赋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为 １，即 Ｄ（０） ＝ １，随后以每期 ｇ ＝ ５％ 和 １０％ 的进

步率提高，用来刻画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 与“高” 两种情形；设定 ε１ ＝ ε２ ＝ ０. ５，表征中间品在

最终品生产中呈现互补特征；设定 θ１ ＝ θ２ ＝ ０. ５，即不区分中间品在最终品生产中的重要性，后文将

会改变这一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根据卓玛草［２４］ 的研究，相较于服务业，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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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属于“灵活部门”，因此设定 σｍ ＝ １. ２、σｓ ＝ σｘ ＝ ０. ８；郭凯明等［１８］ 研究表明工业部门相较于服务

业部门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本文设定 αｍ ＝ ０. ５５、αｓ ＝ ０. ４５，资本与劳动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重要

的要素投入，因此本文暂不考虑该产业的要素密集特征，故设定 αｘ ＝ ０. ５；为了排除资本积累和人口

增长的影响，精准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设定 Ｋ ＝ １、Ｌ ＝ １。
（二） 基准结果

本文依据上述参数设定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如图 １ 所示。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中
间工业品部门资本不断深化、货物实际产出以及服务产出份额均呈持续上升趋势，即经济结构转型。
通过对比图 １ 中的实线和虚线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将会加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表 １
报告了不同情形下相关变量从第 １ 期至第 ３０ 期的变化，在基准模型中，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

低时（ｇ ＝ ５％ ），中间工业品部门的资本深化将会增加 ０. ２３２ ６，货物实际产出将增加 １. １３３ ５，服务产

出份额将上升 ０. ０４６ ８，货物价格将下降 ０. １７８ ６，服务价格将上涨 ０. １９６ １，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将增加

０. ９０３ ６；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时（ｇ ＝ １０％ ），中间工业品部门的资本深化将会增加 ０. ３２５ ０，
货物实际产出将增加 ３. ０６８ ９，服务产出份额将上升 ０. １０１ ３，货物价格将下降 ０. ３６４ １，服务价格将上

涨 ０. ４４６ ２，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将增加 ２. ０９５ ６。

图 １　 基准模拟结果

上述结果的经济学解释如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带来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提高中间品部门的

生产效率。 然而，中间品部门会依据自身特有的技术经济特征，在产业融合生产过程中实现生产要素

的优化配置。 具体而言，中间工业品部门相比其他部门具有更高的要素替代弹性（σｍ ＝ １. ２），即属于

“灵活部门”，且往往更具备资本密集型特征（αｍ ＝ ０. ５５），因此网络基础设施赋能资本作用在该部门

更为突出，而更加“灵活”的优势会促使其使用资本替代劳动，这与未来“智能制造”的本质相同，剩余

劳动力则会向中间服务品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转移。 从最终品的视角来看，由于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了各部门的生产能力，货物和服务的实际产出将持续上升，但货物部门在中间工业品智能化

生产的优势下产出增长更快，即物质生产的极大化。 根据货物与服务的互补型消费特征，两者间的相

对价格将不断下降，最终经济结构将表现为服务产出占比的持续上升，即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 该模

拟结果符合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即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最终从工业主导型向

服务主导型转变。 在物质愈发丰富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人类智慧、情感和创造力的服务领域并非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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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模拟和替代［２５］，甚至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将变得比以往更为迫切，而此类服务价格又是较为

昂贵的，由此推动服务名义产出份额不断增加。 综上，本文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服务产出

占比上升，而是物质生产朝着极大化方向发展，劳动力逐渐向服务部门转移，最终实现“物质生产”与
“精神生产”兼顾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表 １　 不同环境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环境 特征参数
ｇ

（％ ）
货物

实际产出
中间工业品
资本深化

服务
产出份额

货物价格 服务价格
生产性服务

业产出

基准模型
５ １． １３３ ５ ０． ２３６ ８ ０． ０４６ ８ － ０． １７８ ６ ０． １９６ １ ０． ９０３ ６
１０ ３． ０６８ ９ ０． ３２５ ０ ０． １０１ ３ － ０． ３６４ １ ０． ４４６ ２ ２． ０９５ ６

需求端

η ＝ ０． ３

ω ＝ ０． ４

５ １． １１０ ６ ０． １９７ ０ ０． ０９９ １ － ０． ２７０ ５ ０． ２９４ ６ ０． ８９６ ６
１０ ２． ９０４ １ ０． ２１３ １ ０． １９９ ３ － ０． ５１６ ５ ０． ６１５ ０ ２． ０３５ ２
５ ０． ８９０ ９ ０． １５９ １ ０． ０３６ ６ － ０． １５３ ８ ０． １３５ ２ ０． ７８９ ４
１０ ２． ２７４ ８ ０． ２１４ ０ ０． ０７５ ０ － ０． ２９６ ６ ０． ２８４ ６ １． ７５６ ９

供给端

σｍ ＝ １． ５

θ１ ＝ θ２ ＝ ０． ６

５ １． ２１７ ８ ０． ３９１ ８ ０． ０６７ １ － ０． ２５０ ４ ０． ２８６ ４ ０． ９１１ ２
１０ ３． ３２４ ３ ０． ４２２ ４ ０． １５０ ３ － ０． ５１０ ８ ０． ６９１ ５ ２． ０９３ １
５ １． １６６ ５ ０． ２３３ ４ ０． ０５１ ８ － ０． １９６ ３ ０． ２１７ ７ ０． ７１６ ３
１０ ３． ２４５ ６ ０． ３２４ ６ ０． １１４ ２ － ０． ４０４ ７ ０． ５０９ ０ １． ６１３ ７

注：表中数值是指从第 １ 期到第 ３０ 期该变量取值的变化。

（三） 敏感性分析

为保障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改变以下四个参数展开敏感性分析。 第一，关注家庭消费中

货物与服务替代弹性的影响，将基准模型中 η 的取值从 ０. ５ 降为 ０. ３；第二，关注家庭消费中货物与服

务的重要性，消费升级规律表明居民对服务消费的偏好将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因此，本文将 ω 的

取值从 ０. ５ 降为 ０. ４；第三，关注中间工业品部门的替代弹性，将基准模型中设定 σｍ ＝ １. ２ 换为 σｍ ＝
１. ５；第四，关注最终品生产中制造品和传统服务品的重要性，将基准模型中 θ１ ＝ θ２ ＝ ０. ５ 换为 θ１ ＝ θ２

＝ ０. ６，表征中间工业品和中间服务品在货物与服务的生产中更加重要。 根据表 １ 中的敏感性分析结

果可知，本文的基准模拟结果是稳健的。 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假说 １：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高资本生产率和促进产业融合，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
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展开实证分析，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Ｅｔｃｉ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δｉ ＋ δｔ ＋ εｉｔ （２３）
其中，Ｅｔｃ 表示经济结构转型；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表示“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建设；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控制变量集

合；δｉ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δ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β度量了经济结构转型程度在“宽
带中国” 试点政策冲击前后的平均差异。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结构转型（Ｅｔｃ），以服务部门与货物部门的产出份额之比来衡量，即 Ｑ２ ／
Ｑ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标虽然看似从产业份额这一数量角度来衡量结构转型，但本文关注的经济

结构转型并非单纯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而是在产业融合视角下物质生产极大化基础上的服务名义

产出占比增加，其中产业融合等作用机制会在后续实证过程中得以检验。
２．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宽带中国”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在城市成为试点城市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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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此外，由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是分批次设立的，因此不同试点城市的

虚拟变量并不完全一致。
３． 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回归误差，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ＡＧＤＰ），采用各城市实

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科技投入水平（Ｔｅｃｈ＿Ｉｎｖｅｓｔ），采用各城市科技投入支出占公共财政

支出的比例衡量；教育投入水平（Ｅｄｕ＿Ｉｎｖｅｓｔ），采用各城市教育投入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人
均资本水平（ｌｎ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采用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对数值衡量［２６］。

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２５８ 个地级市全市口径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各地区统计年鉴

以及统计公报等。 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个别样本缺失值，并剔除了缺失值较多的城市以及 ４ 个

直辖市。 为避免极端值的不利影响，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Ｅｔｃ

（２）
Ｅｔｃ

（３）
Ｅｔｃ

（４）
Ｅｔｃ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３１５ １∗∗∗

（２２． ７８２ ９）
０． ０４２ ２∗∗∗

（４． ３５８ ７）
０． １５８ ２∗∗∗

（１１． ２３８ ４）
０． ０２８ １∗∗∗

（２． ９８３ ３）

ｌｎＡＧＤＰ － ０． １２０ ６∗∗∗

（ －１０．４３７ ４）
－ ０． １６３ ５∗∗∗

（ － ５． ９４８ ８）

Ｔｅｃｈ＿Ｉｎｖｅｓｔ ３． ２９４ ８∗∗∗

（７． ９０３ ５）
－ ０． １３５ ０

（ － ０． ３７１ ０）

Ｅｄｕ＿Ｉｎｖｅｓｔ － ０． ８６２ ９∗∗∗

（ － ７． ２３２ ６）
０． ３６９ ８∗∗∗

（３． ３５３ １）

ｌｎ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１８６ ３∗∗∗

（１７． ３０６ ６）
－ ０． ０７６ １∗∗∗

（ － ４． ３１５ ４）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Ｒ２ ０． １１８ ３ ０． ８４１ ５ ０． ２５９ ０ ０． ８４９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 报告了“宽带中国”城市试点

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效应的回归

结果。 其中，列（１）是不考虑控制变量

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２）是采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列（３）
和列（４）分别为列（１）和列（２）加上控

制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且列（４）的拟

合程度最高为 ０． ８４９ ５，说明随着控制

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加入，模型的拟合

效果逐渐增强。 由列（４）可知，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系

数为 ０． ０２８ １，且无论何种情形下，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 的显著

性水平下为正，表明以“宽带中国”战

略为代表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

著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粗放式“铁公机”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发

展要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激活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源动力之一。
（二）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保证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是开展 ＤＩＤ 估计的前提。 由于“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具有多时点特征，本文为各试点城市设定对应的时间虚拟变量展开平行趋势检验，模型如下：

Ｅｔｃｉｔ ＝ α ＋ β１Ｂｅｆｏｒｅ７ ｉｔ ＋ β２Ｂｅｆｏｒｅ６ ｉｔ ＋ β３Ｂｅｆｏｒｅ５ ｉｔ ＋ β４Ｂｅｆｏｒｅ４ ｉｔ ＋ β５Ｂｅｆｏｒｅ３ ｉｔ ＋ β６Ｂｅｆｏｒｅ２ ｉｔ ＋ β７Ｂｅｆｏｒｅ１ ｉｔ

＋ β８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ｔ ＋ β９Ａｆｔｅｒ１ ｉｔ ＋ β１０Ａｆｔｅｒ２ ｉｔ ＋ β１１Ａｆｔｅｒ３ ｉｔ ＋ β１２Ａｆｔｅｒ４ ｉｔ ＋ β１３Ａｆｔｅｒ５ ｉｔ ＋ β１４Ａｆｔｅｒ６ 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δｉ ＋ δｔ ＋ εｉｔ （２４）
其中，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当年和后 ｎ 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非试点城市和试点城市政策实

施前 ｎ 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取值为 ０。 由于本文的观察期为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而首批“宽带中国”试点年份

为 ２０１４ 年，为此，需将部分试点城市 －８ 期之前的时间归并到 － ８ 期，并将这一时间的虚拟变量剔除，以
避免多重共线性。 如图 ２ 所示，试点发生前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试点政策发生前，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经济结构转型上无显著差异，即“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在动态效应方面，如表 ３ 所示，政策冲击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当期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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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

期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后，大约需要经过三到四

期的积累，才能持续显著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其

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宽带中国”战略在不同阶段的

实施目标存在差异，其对经济社会产生大范围影响

需要各阶段建设工作的共同支撑；二是，宽带网络在

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临界值，具
有规模效应。 无论是网络基础设施为各中间品部门

带来资本扩展型技术，还是推动生产要素等资源在

产业间及地区间优化配置，这些改变都不太可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基础设施在建

设初期会显著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这是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直接影响。 由于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能直接带动相关产业如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当期就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但该效应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从第四期开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活动的深

层次影响逐渐显现，这是通用目的技术赋能其他产业发展而发挥出来的结构转型效应，具有范围大、规模

广、影响时间长的特点。 因此，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从短期发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优

势，又能够从长期赋能各大产业改造升级，从更深层次上重塑产业格局，实现增长动能转换。

表 ３　 动态效应分析

变量 Ｅｔｃ 变量 Ｅｔｃ 变量 Ｅｔｃ 变量 Ｅｔｃ

Ｂｅｆｏｒｅ７ － ０． ０１３ ９
（ － ０． ７９８ １） Ｂｅｆｏｒｅ３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５８ ０） Ａｆｔｅｒ１ ０． ０４２ ９∗∗

（２． ２９９ ６） Ａｆｔｅｒ５ ０． ０２５ ３
（１． １４８ ７）

Ｂｅｆｏｒｅ６ － ０． ０１３ ９
（ － ０． ７７０ ４） Ｂｅｆｏｒｅ２ ０． ０１８ ７

（１． ００８ ２） Ａｆｔｅｒ２ ０． ０１５ ２
（０． ８１２ ５） Ａｆｔｅｒ６ ０． ０６０ ６∗∗

（２． ０６７ ４）

Ｂｅｆｏｒｅ５ － ０． ０１３ ９
（ － ０． ７５４ ５） Ｂｅｆｏｒｅ１ ０． ０２５ ４

（１． ３６３ ８） Ａｆｔｅｒ３ ０． ０２１ ９
（１． １７３ ０）

Ｒ２

控制变量
０． ６７０ ２

是

Ｂｅｆｏｒｅ４ － ０． ００６ ５
（ － ０． ３５２ ６） Ｃｕｒｒｅｎｔ ０． ０３２ ０∗

（１． ７１９ ５） Ａｆｔｅｒ４ ０． ０２９ ２
（１． ５５１ ９）

双向固定效应
样本量

是
３ ８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多时点 ＰＳＭ － ＤＩＤ［２７］方法

由于“宽带中国”战略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验仍有区别，仍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 接下来，将经

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水平设定为匹配变量，采用多时点 ＰＳＭ⁃ＤＩＤ 模

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４ 的列（１）和列（２）分别报告了两种 ＰＳＭ⁃ＤＩＤ 的估计结果，表明“宽带中国”城
市试点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促进效应是稳健的。

２．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的方法

在本文考察期内，可能有一些其他政策也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据此，本文在式（２３）的基础

上，依次加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年份虚拟变量，考察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的系数是否依

旧显著。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分批次扩大范围，因此本文采用多时点 ＤＩＤ 模型

方法纳入智慧城市试点的虚拟变量（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ｃｙ）。 虽然智慧城市试点也分为多个批次，但本文参考

石大千等［２８］的做法，仅将 ２０１２ 年智慧城市首批试点政策（Ｓｍａｒｔ＿Ｐｏｌｉｃｙ）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进行分

析。 结果如表 ４ 的列（３）和列（４）所示。 在考虑这两项试点政策后，“宽带中国”战略的虚拟变量系数

结果不变，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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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截面 ＰＳＭ
（２）

逐年 ＰＳＭ
（３）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１
（４）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２８ ０∗∗∗

（３． １６９ ３）
０． ０２８ ４∗∗∗

（３． １６３ ９）
０． ０２４ ９∗∗∗

（２． ６２６ ５）
０． ０２５ ８∗∗∗

（２． ７５８ ８）

Ｓｍａｒｔ＿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４０ ６∗∗∗

（３． ９５６ １）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３１ ２∗∗∗

（２． ６９７ 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６９ ３ ０． ６７３ １ ０． ８５０ ０ ０． ８４９ ８
样本量 ３ ８５１ ３ ７２０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３． 安慰剂检验方法

本文参考 Ｆｅｒｒａ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９］ 的方法，采用间接安慰剂检验。具体是将“宽带中国” 的试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变得随机，产生一个错误的估计 β∗，再将这个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并刻画出它们的分布图。检验发现，β∗

集中分布在０ 值附近，服从正态分布，且基准回归系数０. ０３０ ８ 明显属于异常值，ｔ值集中分布在零值附

近，仅有少量估计结果的 ｔ 值超过基准回归结果时的 ｔ 值 ２. ９８３ ３，说明安慰剂检验是成立的。
（四） 异质性检验

１． 市场化水平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王小鲁等［３０］测算的 ２０１３ 年中国各省份“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排序”，
将城市区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５ 的列（１）至列（３）。 市场中介组织具有优化资

源配置的功能，搭配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能为产业发展提供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因此，如表 ５ 的

列（３）所示，在高等级的市场化水平下，网络基础设施能够以 ０. ０６５ １ 的影响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下显

著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然而，不完善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会通过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提
高市场进入壁垒、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方式阻碍市场活力，如表 ５ 的列（１）和列（２）所示，在低等

级和中等级的市场化水平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对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市场化水平低
（２）

市场化水平中
（３）

市场化水平高
（４）

外围城市
（５）

中心城市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１ ０
（１． ４７９ ２）

－ ０． ０００ ７
（ － ０． ０４７ ３）

０． ０６５ １∗∗∗

（４． ４８８ ０）
－ ０． ００３ １

（ － ０． ３２５ ３）
０． ０６１ ２∗∗

（２． ２４２ 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８５９ １ ０． ８６２ ４ ０． ８４２ ８ ０． ６６１ ８ ０． ７９３ ６
样本量 １ ０８０ １ ４７０ １ ３２０ ３ ４２０ ４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２． 城市层级异质性分析

城市间层级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结构转型效应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中心城市通常在对

应的城镇群体中发挥着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方面的主导作用，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控制力。 相比

中心城市，外围城市在吸引要素流入与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处于劣势的地位，使得网络基础设施所带来

的技术效应、产业融合效应受限，难以发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积极效应。 本文参考赵涛等［３１］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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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将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其他地级市作为外围城市展开分组回归。 根据表 ５ 的列

（４）和列（５）的结果，外围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而中心城市的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能以 ０. ０６１ ２ 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五） 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指出，网络基础设施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机制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网络基础设施自

身带来的技术效应，即通过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二是产业融合机制，即通过助推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融合互动，从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对此，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上

述两种作用机制展开实证检验。
１． 技术机制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同，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赋能资本并建立智能化链接实现经济运行的

效率提升，促使资本的边际产出大幅提升，体现为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如采用先进的智能设备、开发

和应用智能制造管理系统等。 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生产率（Ｃａｐｐ）作为技术机制的中介变量，采用实

际地区生产总值与实际社会资本存量的比值衡量，其中实际社会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得到。
表 ６ 的列（１）和列（２）报告了技术机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社会资

本生产率，并且社会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这表明社会资本生产率是网络基

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
表 ６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Ｃａｐｐ

（２）
Ｅｔｃ

（３）
Ｉｎｄｕ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４）
Ｅｔｃ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３ ８∗∗

（２． １８７ １）
０． ０２８ ４∗∗∗

（３． ０４８ ３）
０． ００３ ０∗∗

（１． ９９９ ４）
０． ０２６ ８∗∗∗

（２． ８５０ ３）

Ｃａｐｐ ０． ８１９ ４∗∗∗

（１０． ２２４ ６）

Ｉｎｄｕ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０． ４３９ １∗∗∗

（３． ５１１ 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８９１ ５ ０． ８５２ ８ ０． ８１７ ６ ０． ８５０ ２
样本量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３ ８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２． 产业融合机制

产业融合是网络基础设

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

渠道。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

产业融合发展的催化剂，在生

产性服务业越发达的地区，产
业融合发展水平往往也越高。
因此，本文将产业融合水平

（Ｉｎｄｕ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作为产

业融合机制的中介变量，采用

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

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来衡

量①。 表 ６ 的列（３）和列（４）
报告了产业融合机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而产业融

合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这表明产业融合发展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

重要渠道。 综上，机制检验表明以社会资本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机制与以生产性服务业人数占比为

代表的产业融合机制，均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渠道。
六、 结论与启示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支撑，网络基础设施相比传统基础设施有着愈发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本

文基于产业融合视角构造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网络基础设施以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并阐明

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指出当消费替代弹性较低、中间工业品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高于其他中

间品部门时，网络基础设施有助于推动中间工业品部门资本深化，提高货物部门的生产水平，促使服务部

门的产值份额不断上升。 本文进一步采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冲击展开实证评估。 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该结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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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经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在不同市场

环境和城市层级下呈现明显差异；经机制检验发现，以资本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机制与以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为代表的产业融合机制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未来要充分释放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积极影响，应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１）推动数字技术研发从应用型向基础型转变，完善以网络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布局。
一是，要加强数字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推动数字技术向核心研发业务流程深入拓展，以 ５Ｇ、千兆光网为

代表加快高水平、高质量的场景应用与产业融合创新，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打造坚实的底层支撑；二是，
要积极调动各地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热情，改善建设中存在的“重硬件、轻软件”现象，避免造成

硬件使用率低下、资源浪费而软件信息服务方面薄弱与滞后的局面，并坚持优化提升、适度超前的原则，
统筹新型基础设施整体布局，实现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 （２）持续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发挥产业融合

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缓解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高的结

构性矛盾，避免以割裂、孤立的视角看待产业发展，各地区需要依据产业间的经济技术关联有侧重地搭建

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从区域、行业等多方面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市场需求为导向拉

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向“两个 ７０％”的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３）坚持完善市场化制

度环境，充分激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地理位置欠佳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 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

配置，保障生产要素跨行业、跨区域自由流动，同时须谨防“数字鸿沟”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等与收入差

距扩大，应健全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完善户籍制度，规划好当地的未来发展路径，真正做到“吸引人”
“留人”和“用人”，为顺畅当地产业互动、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制度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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